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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行政之公共性及其何以可能* 

时间：2008-05-05 作者：冯 英  

  ［摘要］“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本文在对

“公共性”的内涵分析及对公共行政中关于“人”之理论预设问题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认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在人们不断地求解“休谟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改进，行政

的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人自身拥有的人性基础、制度设计的演进与公

共精神的培育这三大方面是使实然状态的公共行政向规范性公共行政接近成为可能的

最重要因素。 

  ［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性；休谟难题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8）05-

0050-05

  一、 对公共行政之公共性的内涵阐释 

  关于什么是公共行政，人们经过不断地求索已基本形成了如下共识：公共行政是

现代政府出于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以有效地解决社

会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求的制度化体系。从中可以看出，“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

应有之义，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依据。 

  如何理解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依笔者之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个角度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角度，公共性是指政府的公共所有的属

性。按照人们对现代政府的理解，公共权力来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

秩序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作为其载体的政府是为社会

公众所有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就在于维护与保障人民的权利。正如哈贝马斯

所指出的：“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

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1］因此，政府的权力运用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权

利本位理念。由此也决定了，与以效率价值为导向的市场制度不同，政府终极的价值

目标应当是公平正义。政府不仅要为人们表达公平正义的渴望提供广阔的渠道，而且

要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公共性，就是要有

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一个由公众承认的政治

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2］ 

  在公共行政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政府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的逻辑并非是一

贯的。熟悉这一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学的逻辑起点始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的

二分理论，在此之后，马克斯·韦伯精心打造的官僚理论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如何将威

尔逊的思想付诸实施的难题，使公共行政走向专业化、科学化、精致化的现代化道

路，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与此相随的是价值的弱化

和意义的丧失，道德感的退却使行政迷失于效率至上的工具主义理性当中，诸如公民

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理性面临了被边缘化的

危险。对此，许多公共管理理论对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矫正，新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

共服务理论就是典型代表，它们都在价值层面上对公平正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强调。

效率作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收益的一种追求，是任何领域也不能忽视的，但公共

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即使要讲求效率，也应该是公平之下的效率。 

  第二个角度是针对政府的作用范围而言的。“公共性”是指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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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被界定在公共领域，它解决的是社会公共问题，满足的是社会公共需要。这里所谓

的社会公共需要是指人类社会共同体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共同需要，即是指

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是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和市场不能满

足、不能提供的需要，具有社会成员享用的互不排斥性和平等享用性。在政府作用领

域之外，是只受市场规律支配和法律规范制约的私人领域，即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

凡是依靠市场、私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应该介入，更不应该打着公共利

益的旗号行破坏公平规则、与民争利之实。 

  政府因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社会公共需要决定了现代政

府应当是责任政府。政府有责任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决定了政府的责任

范围，也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这样，对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

系应当如此理解才合乎逻辑：政府因承担责任而拥有权力，而不是因为有权力才负相

应的责任。政府承担着各种职责，为保证这些职责的完成，才授予政府以相应的职

权，并赋予其各种管理手段。离开了为满足社会共需要而形成的政府之责，政府的权

力及其相应的管理手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对“公共性”内涵进行的分析，也是对公共行政本身从规范性的角度上进行的揭

示。处在应然状态的公共行政，其公共性质必定会不折不扣地得以实现。但是，18世

纪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的“休谟难题”告诉我们，从实然世界推不出应然世界，

同样，实然世界也不能从应然世界中产生。这是休谟留给后人的世纪性难题。现实

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组织是不具备行动能力的，公共行政的所有目标都要靠具有行

动能力的具体的公务人去实现，但进入公共行政系统的公务人并非天然的“公共

人”，人们观察到的公务人更多的是“与自己差不多”的普通人，而且从发生的腐败

案例中，还让人看到了许多连自己也不如的人；人们观察到的政府，也往往是发生职

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等有着这样那样缺陷的政府。那么，依赖这样的一群人构成的

这样的政府，公共行政的目标究竟能否实现以及何以实现？如何去看待公共行政中的

“人”？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究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对公共行政中“人”的理论考察 

  任何理论体系都存在着理论预设，理论预设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社

会科学中，对人性的预设是最基本的预设。休谟将人性理解为人之为人所体现出来的

一切精神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

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

人性。”［3］公共行政理论当然也是如此，但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理论没有一个一以

贯之的关于人的预设，自从经济学中“经济人”概念被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以来，它

成为了公共行政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理论预设。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假定，是对现实

经济交往中的人归纳出的“理想类型”。考察一下“经济人”理论发展轨迹，会发现

“经济人”的涵义是有着一个转换或强调重心偏移的过程的。“经济人”的思想最初

来自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后由帕累托将其提升为一个明晰的经济学概念。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内涵主要包括：第一，“经济人”是理性的而

且是自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第二，只要有良好的法律

制度保障，“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便会无意识地、自动地增进社会利益。

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并不等于是一个只会经济运算的经济动物式的人。将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在同一时间段平行交替进行写作、修改和再版的他，不

仅承认人具有“利己心”，也强调人的“情感共鸣”的一面，而且他对人的“慎重之

德”、“仁爱之德”、“正义之德”这三种品德的强调绝不逊于其对利己之心的强

调。但在后来的经济学流变中，“经济人”的自利性及精于理性算计的一面得到了突

出的强调，特别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作为其经济分析逻辑起点的



“经济人”，抽象掉作为人的其它动机，仅留下自利动机，将“古典经济人”变成了

仅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精于计算、善于将货币最大化的“新古典经济人”。当

然，这种自利行为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在法律、制度与规范的约束之下。 

  这种过于狭隘的理解，受到了来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西蒙的“有限理性

说”、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说”、莱宾斯坦的“X低效率说”等方方面面的各种挑

战。这些学说以各自的理论视角，对“经济人”的涵义进行矫正或补充。概而言之，

这些学说分别认为，人的需要非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人的理性不是完全的而是有限

的；人性中存在着需要警惕的机会主义倾向；人的行为并非是结果最大化的而是因错

过某些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往往造成某种类型的低效率，等等。 

  此外，美国社会学家福山以“二八定律”提出的挑战，影响也极为广泛。福山认

为， “人类行为的确有百分之八十的情况符合这种模式，问题是隐匿的另外的百分之

二十，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提出难以服人的解释”。［4］这个20%的动机需要用道德、

习俗等文化因素来解释。贝克尔、布坎南、诺斯等经济学家也对“新古典经济人”进

行了反思和修正，把各种非经济因素的解释融合进“经济人”的分析模式中。例如诺

斯明确地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

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

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5］在诺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

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

则。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

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经过如此这般地诠释，“经

济人”已成为了追求包含个人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集合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的人，这实

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新古典经济人”的颠覆：人的欲望与偏好是多元的，

人既有官能与物质之欲，又有权力与名位之欲，乃至还会有利他主义的牺牲之欲，这

些欲望与偏好的满足，都能给人以满足，即为其带来效用。因而，经济人之“利

己”，已经是将“利他”也包含在内的“利己”。同时，因其强调人在追求效用最大

化的过程中行为要受多方面的约束，经济人之“理性”只能表现为是一种有限的理

性。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人永远要比理论上的人复杂得多，因为人的需要或偏好各

异。但是，人们总要试图通过某种理论说明世界，去解释人的行为，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人”理论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是为了消解现实生活中人的复杂性而进行的理论

抽象，使之获得了概念上的明晰性与确定性，成为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对象，用它来

解释和说明人的行为因何发生、如何发生及如何规制。理论假定当然不能等同于对现

实的描述，不能简单地通过直接地把理论预设与现实进行比较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

但另一方面，归根结底，理论不但来自于现实，最终也是为了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

无疑，建立在某种理论预设之下得出的预测，其解决问题的程度，是判断这一理论之

高下的重要标准。理论预设与现实越接近，对现实的解释力及回应能力就越强，由该

假定推出的结论越有助于解决好社会现实问题，对现实制度的建构就越具有指导意

义。 

  从“经济人”假定的理论变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人”内涵悄然发生的

变化已使之越来越接近现实中的“普通人”，对其活动进行的描述越来越接近现实中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大多数活动。回到常识中来，人们从身边的经验中就可感

知，身处公共领域的公务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不仅包括经济收入及权力名位，还

包括职业安全感以及因服务大众而获得的满足感等等，这样的“经济人”远远多于

“道德人”，同样也多于人性本恶的“无赖”。公共领域中“经济人”的引入，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公共领域中过于悲观的“无赖”假定，使人们在制度设计中多

了一重对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更有意义的一面，是它打破了公共领域中的“道

德人”的神话，这与其说是毁灭了人们对公务人的善的期望，不如说是表达出了人们

针对现实中的公务人表现作出的对人类自身德性不足的正视。这一接近“普通人”的



“经济人”理论预设使其理论本身具有着非凡的意义。 

  三、 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何以可能 

  对于公共行政之公共性的揭示，是为应然性的公共行政的确立一个明晰的标准，

其意义在于将之作为一种牵引力量，对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制度予以价值上关

怀，以此来关照与衡量现实制度，并为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指示

方向。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明白无误地需要公共行政，因此，面对表现在公共领域中的

世纪性的“休谟难题”，人们始终不移地在求解，努力去填补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

沟，现实的社会制度就在这不断的求解中获得了改进，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程度越来越

高。在笔者看来，在此过程中，人自身拥有的人性基础、制度设计的演进与公共精神

的培育这三大方面，是使实然状态的公共行政向规范性公共性接近成为可能的最重要

的因素。笔者将之分别简化为人性之可能、制度之可能及公共精神培育之可能并对之

做进一步的阐释。 

   （一）人性之可能 

  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背离基本的人性基础，否则这样的制度难避被淘汰的命运。

实际上，人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个体属性与公共性属性。人作为个体性的人，其生

存、利益、旨趣、偏好等等构成了人的行为之源，也是进行自我确证的基本方式。它

同时也决定了，人一旦有机会，就很容易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如布坎南指出的

那样：“个人行为天生要使效用最大化，直到受到他们遇到的抑制为止。”［6］从公

共性的视角来看，也可以称之为是人性的弱点或是德性的不足。 

  另一方面，人同样具有社会性属性，它使人可以超越个体自身。这一点可以从三

个方面得到说明：人具有复杂而高级情感，有强烈的交往需求与过群体生活的愿望，

并从中可以得到超越于个体的满足，比如同情感、愉悦感、尊严感等；同时，人具有

思维理性。虽然从知识论的角度讲，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但这有限的理性也足以

让人懂得，通过群体的合作能办成单独个体难以办成的大事，并可通过某种方式将群

体能力最大化；而且，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其所属的社会中的一员，人类个体除

了拥有自身的个体性生活之外，还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处境要求人们共同应对，共同的

命运预示了人类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进行分工与协作，并为实现双赢而努力。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共属性的基础，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具

有的责任感、荣誉感、乃至忘我与牺牲的行为。 

  关于个体的人对自身的超越，弗雷德里克森也进行过类似的阐述：“公共强调的

是，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的利益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它意

味着一个人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理解其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结果。”［7］因

此，形成公共理性、公共正义或称公共精神之类的公共理念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

的。 

  （二）制度之可能 

  古今中外，受各种约束条件的限制，人的境遇因个人素质、家庭状况及社会经

济、文化、民族、种族等原因会各有不同，但人性本身却没什么不同。从整个人类文

明的发展历史以及不同文明体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公共治理水平是存在高下之分

的，导致其间的差异不在人性而主要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

程。 

  这里所谓的制度首要是指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强制性规范，它抑制着人可能出现

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消解人性的弱点，将人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

根据“权力需要控制”这一万古不易的经验，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控权制度的完善是解

决问题的必由途径。拥有一个充满道德圣人的理想世界固然美好，但人类本身是存在

着德性不足的缺陷的，为此，以“道德人”作为分析现实生活的前提基础并由此形成

的缺乏防范的制度害处极大。在中国，从来不缺《礼运·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之豪语，但最终收获的往往是“公共观念缺失”这一梁启超式的感叹。根本的

原因不在人性的不完美，而在于制度对人性不完善一面的防范性设计不足。从西方的

成功经验来看，采用必要的消极性预防性制度，是防止休谟假定的“无赖行径”发生

的有效方式。防范性的制度总的来说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范

围，强调个人与市民社会的权利；二是以分权的方式形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

衡，从而防止出现权力专断。 

  首先，就限权制度来说，政府的权力既然只应公共需要而产生，就有必要进行限

制，将之控制在公共领域范围。这一方面使政府的职权与其职责相配，使其积极责任

得以确认，另一方面也从制度上控制权力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和个人生活领域，缩减寻

租空间，保障公民的自由。当然，要解决好将权力控制在何种程度才是适度的问题，

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恰当定位。由于社会本身的变化使人们对政府职能的恰当认识会

有一个过程，期间可能存在认识滞后、偏差及错误，这是理性有限的人类难以避免

的，是历史经验积累中不能省却的进步成本。但是在人类的探索中，那些可贵的原则

性的共识（如权力应限定在公共领域之内）必须坚守，否则政府权力大力介入本该由

个人、社会和市场机制解决的领域，必然导致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抬高了整个社会

运行成本的后果。2004年7月1日，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治官之法”的《行政许可法》

正式实施，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部就政府的许可行为而进行的单行立法。这一方

面表现出打造有限政府、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许可权泛滥的严

重性、许可权控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行政许可法》在规范政府职能方面确立的市

场优先、个人优先、社会自治优先的原则，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就制约制度来说，问题的关键是落实政府责任的问题。责任制度的建立，

是公共行政的目的得以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

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之责任，就其内容而

言，有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之分。首先，政府承担的是积极责任。所谓积极责任，是

指政府在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主动承担的责任。其次，责任政府也意味着政府

在法定的情况下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消极责任。所谓消极责任，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违反法定的义务、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也就是

说，政府在履行积极责任时，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时或怠于自己的义务造成社会危害

时，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让政府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

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控制的制度安排。落实政府的积极责任需

要进行权责对等的制度设计，落实政府因自己违法或不当履行自己积极责任的行为而

负的消极责任，需要一整套的监督与追究机制。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以政府职能转变

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对权力关系的调整，而改革成功的希望则在于将责任

予以落实并完善问责体系。 

  另一方面，这里所谓的制度，也指共同体应当具备的旨在对人性予以正面引导的

激励性制度。如果对人性之不足过于防范和警惕，将“利己”与“公益”完全对立，

也不利于人的能力的积极发挥，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受到影响。因此，仅以消极的

防御性制度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公务人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工作，不利于现

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所承担的内容广泛的管理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的实现，于是，在消

极防范性的基本制度架构之上，“经济人”理论预设内含的激励兼容观念在公共部门

的运用导致了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改变：它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致力于

对公务人理性行为的引导。西方一些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种制度创

新，就是试图通过激励机制的引入使自利与公益得到共同的促进。它主张在政府管理

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准市场等激励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品质。 

  概言之，任何理念若没有制度的坚实支撑便往往流于形式或空谈。对于复杂的社

会行公共管理之权纵然有其难度，但通过制度的不断优化，许多社会问题都不断地得

到了解决。现实中的许多经验已经表明，对于公共领域中的政府行为，因其具有垄断

性而产生的低效率、不作为等问题，已找到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对于腐败、部



门利益之类的问题，虽然治理的难度很高，但也并非人类社会中的不治之癌，而是随

着治理方式的改善可以得到遏制的。 

  （三）公共精神培育之可能 

  人性本身是多面向的。如果说强制性制度主要功能是防止人作恶，那么而根植于

人心的信念则可以引领人向善。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制度，而且需要信念。

之所以后者是必须的，是由于人本身是具有精神自主性的主体，也是由于公共领域的

一些方面，是强制性规范难以触及的。表现为，公务人作为实施政府权力的行为主

体，他们除了应遵循制度性规范之外，在如下两方面具有自主性：一是公务人拥有自

由裁量权，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拥有依据具体情形自主地作出处理的权力。这是行

政性质本身，特别是现代行政难以避免的，即使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二是

公务人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努力和尽责程度有相当的主动权，因此，他们自身的正义

感、责任心、奉献精神等伦理良知的水准，对工作业绩有重要影响。而这些，依靠强

制性的制度是难以做到的。 

  现代社会里，实现公共行政的可以选择的现实路径必然是多元的，除了必要的强

制性制度以外，存在着很多以非强制的方式达成共识、形成信念的途径，对公共精神

的培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公共行政理论视域中，公共精神的内容涵盖了包括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服务、责任、和谐等几乎所有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及服务型政

府应当具有的品质。这既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也对于实现人类良好地进行分工协

作、实现共赢起着现实的促进作用。 

  公共精神的培育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良性制度的构建及公民社会的形成等这

些因素的配合，而且它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工程”，但公共精神的培育也是一个主

动的过程，并可以与其他因素形成良性互动，共同生长。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高扬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服务、责任、和谐等现代理念的旗帜，一方面挖掘传统精神资

源，并以持续不断的倡导方式，彰显行政伦理价值、逐步建立起自律性的公共行政行

为准则。有资料显示，日本的官僚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60%，日本公务员的勤

奋、廉洁、品质、责任心、公共政策制定水平、公务行为的道德表率作用、爱国心和

民族精神等，是日本社会经济高效、有序、和谐发展的基本支柱之一。［8］这也从一

个侧面例证了公共精神之可塑品格及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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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Why It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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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blicness”  is inher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s also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of 

publicness and presumptions concerning “human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realistic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gradually improved when human 

beings endlessly seek answers to “Hume's Problem”, which also leads to higher 

publicnes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is process, fundamental humanity inherent 

in human being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designs,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creas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s public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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